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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天 富民 乐居
———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

陈 望 衡,郝 娉 婷
(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,湖北 武汉430072)

摘 要: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: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在人与天地(自然)关系

的处理上,《管子》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,自然是客观的,人必须尊重它,依顺它,而不能违背它;另一方面,

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,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,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。二是人与人的和谐,它提出“人与

人相保”“家与家相爱”“居处相乐”的重要思想。《管子》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,更多地从

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。《管子》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,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。

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,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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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子》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,较之儒道等学派,管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派更注重国家

与社会的治理。民富国强可以说是《管子》思想的主题。它的环境观包括环境审美观是民富国强思

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春秋时期,农业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生产方式,基于此,《管子》环境观具有

浓厚的农业文明特色。《管子》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,强调人必须尊重自然,善待自然,用好自然,
与自然建构起一种友善的关系,让自然为人类奉献出更多的财富。《管子》基本上不去谈环境独立

的审美意义,它的环境审美观建立在环境功利观基础上,是环境功利创造了环境审美。《管子》提出

“民富以亲”的观念,让百姓在富起来的基础上懂礼义,然后构建社会和谐。

一、“尽天地之道”

《管子》中有“天地”这一概念,天地作为一个整体概念,为宇宙之总称。

  天地万物之橐。宙合有橐天地。天地苴万物,故曰万物之橐。宙合之意,上通于天之上,
下泉于地之下,外出于四海之外,合络天地,以为一裹。散之至于无间,不可名而山(疑为止)。
是大之无外,小之无内,故曰:有橐天地。[1]宙合第十一,p63-64

这话最重要的观点是提出“宙合”这一概念,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“天地万物之橐”的基础

上的。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天地作为环境的性质。
第一,宙合,强调天地是万物之橐。
“天地万物之橐”这一说法与《老子》有类似之处。《老子》说: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? 虚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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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,动而愈出。”[2]443但老子没有强调橐的意义,强调的是天地虚与动的性质。
天地作为万物之橐,说明它是物质的,这将万物囊括在内与环境的第一义———“环人之境”是切

合的。天地不只是将人囊括在内,也将万物囊括在内,这万物中除了人有生命外,还有动物植物有

生命。因此,天地不仅是人之橐,也是动物和植物之橐,一言以蔽之,它是生命之橐。
第二,宙合,强调天地是无限的。
上面的引文中,《管子》将天地推至于无限,说它“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”,实际上提出了宇宙的无

限性问题。
环境有没有无限的意义呢? 这就要看人们的视界了。环境是可以按视界大小分成无数个层次

的。按联系的观点,天地界诸事物都是有联系的,只是有些为直接联系,有些为间接联系,有些联系

重要,有些不重要。
就人与环境的联系的重要性来说,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又是有所区别的,大体上,就社会环境

对人的影响而言,受影响的“人”一般限于个体,或相对有限的群体。而就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

言,受影响的“人”就不限于个体了,小而言之,它是某一个地区的人,大而言之,是人类。
《管子》认为天地“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”,这说明它的环境观更多地趋向于自然环境观。这种环

境观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有参考价值。
第三,宙合,强调在天地中生存的人处事有“当”与“不当”的区别。
《管子》说:

  多内则富,时出则当。而圣人之道,贵富以当。奚谓当? 本乎无妄之治,运乎无方之事,应

变不失之谓当。变无不至,无有应当,本错不敢忿,故言而名之曰宙合。[1]宙合第十一,p64

宙合的理论其要义是什么呢? 《管子》提出“当”。《管子》拎出一个“富”字与“当”相配。当不是

富的反义词,但富未必得当。富而不出,这富就不当了。《管子》认为“圣人之道”,贵在“富以当”,既
富又当。《管子》已经意识到,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,充满活力,就是因为它有进有出。于此,它提出

“当”的定义:“本乎无妄之治,运乎无方之事,应变不失之谓当。”这一定义提出三个重要概念:“本”
“运”“应变”。“本”的是“无妄”。“无妄”即真实,可以理解为真理。“运”的是“无方”,“无方”即没有

定准,可以理解为新情况。将真理用到新情况,是“运”。整个过程是“应变”。应变要做到不失,才
能称作“当”。

三个 概 念 的 提 出,在 《管 子》中 有 一 个 基 本 的 认 识:“天 不 一 时,地 不 一 利,人 不 一

事。”[1]宙合第十一,p62“不一时”,说明它是有“时”的。有时即有规律,但规律不是死板的,它的表现形式

总是不同的,这就叫“不一时”。正是因为这样,人们就要“不一事”,即善于根据规律的不同表现形

式而从事相应的活动。《管子》“宙合”说的结论是:“……夫天地一险一易,若鼓之有楟,擿挡有击。
言苟有唱之,必有和之,和之不差,因此尽天地之道。”[1]宙合第十一,p63

《管子》提出“和”这一重要概念,这里说的“和”,原是音乐之和,用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强
调人与天和。这里的人与天和,就是“尽天地之道”。只有尽天地之道,才能达到在天地间成功地生

存与发展的目的。
“本”“运”“应变”这三个概念概括了人在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法则,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,就

是用之今日,也是可贵的。

二、“务在四时”

在《管子》中,环境与资源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是叠合在一起的。它们对于人的

意义在于它是人的生存之本。《管子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看环境。从时间维度看环境,《管
子》重视“时令”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。

《管子》首篇为《牧民》,“牧民”之要,“务在四时”。《管子》说:“不务天时则财不生。”[1]牧民第一,p1这



里包含有两层重要的意义:第一,不是消极地待时、守时,而是积极地“务时”,即用时。第二,强调时

为“天时”。“天”,一方面说明“时”是指节气,另一方面强调它的客观性、神圣性。这是上天的意旨,
是不可违背的。

重视“时”,在先秦哲学中不独《管子》。《周易》就很重视“时”。《周易》云:“与时偕行”“与时偕

极”[3]乾卦文言,p28,“君子藏器在身,待时而动,何不利之有?”[3]系辞下传,p153显然,《周易》重视“时”,主要取哲

学维度,指条件。《管子》谈“时”,主要不是谈条件,而是谈时令,它将“务时”提升到富民强国的高度:

  凡有地牧民者,务在四时,守在仓廪。国多财则远者来,地辟举则民留处。仓廪实则知礼

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。[1]牧民第一,p1

这里,它特别强调“仓廪实则知礼节”,将经济认定为意识形态的基础,富民为先,礼民为后,也
许理论上不够完备,但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,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。

既然“时”有这样重大的意义,如何务时? 《管子》提出几点:
首先,要“知时”。知在务之先,知是务的前提。《管子》曰:“道曰:均地,分力,使民知时也。民

乃知时日之蚤晏,日月之不足,饥寒之至于身也。是故夜寝蚤起,父子兄弟不忘其功,为而不倦,民
不惮劳苦。”[1]乘马第五,p16像“夜寝早起”这样的生活规律,也是知时的产物。

知时,特别要明白“时”的不可停滞性。时是一维的,线性的,不可重复的。《管子》说:“时之处

事精矣,不可藏而舍也。故曰,今日不为,明日忘货,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。”[1]乘马第五,p16这里说“时之

处事精”,“精”在哪里? 精在不滞,藏不了,也舍不住。今日该做之事如果不做,明日来做就不是一

回事了。
特别要注意的是,《管子》谈“时”的一维性,立足于“货”,即时间创造财富的立场。它不是在谈

“时”的形而上学,而是在谈“时”的形而下学。
其次,要“合时”。知时的目的是用时,用时的关键是合时,如果不合时,其用必败。《管子·幼

官第八》于这方面有非常充分的论述。试摘一段:

  春行冬政肃,行秋政雷,行夏政阉。十二地气发,戒春事;十二小卯,出耕。十二天气下,赐

与。十二义气至,修门闾。十二清明,发禁。十二始卯,合男女……八举时节,君服青色,味酸

味,听 角 声,治 燥 气,用 八 数,饮 于 青 后 之 井,以 羽 兽 之 火 爨。藏 不 忍,行 驱 养,坦 气 修

通。[1]幼官第八,p38

这段话中心思想是要按照时令做事。春夏秋冬时令不同,各有其政,一点也不能乱。如果春天

不是行春令而是行冬令,那么万物肃杀;行秋令,则大地现霜;行夏令则炎热难耐。这季节就乱了。
《管子》详细地说明不同的时令要做不同的事。它说,从初春开始,第一个十二天后,为“地气”发,要
准备春天的事了;第二个十二天后为“小卯”,要出耕了;第三个十二天后为“天气下”,适宜赏赐了;
第四个十二天后为“义气至”,要修门闾了;第五个十二天后为清明,要开放禁令了;第六个十二天后

为初卯,男女可以结婚了……
时令的不同显示出自然界的状况不同,自然界的状况影响着人的生活,人只有与时令取同一步

调,才能身体健康。《管子》这里特别说到春天即“八举时节”的养身问题。按五行说,八为木气,木
气为春天之气。“八举”,即木气扬举,说明春天到了。《管子》说春天时节,君王要服青色,吃酸味,
听角声,治燥气。另外,喝的水、烧饭用的柴均有一定的讲究。还要注意养心,乐善好施,让心境平

和通达。
《管子》说:“凡物开静,形生理。”[1]幼官第八,p38“物开静”的意思是物按自己的本质存在着;“形生

理”是说形按照理形成着。一切都是自然规律在作用,在决定,物只是规律的现实显现罢了。
《管子》进一步将“合时”提升到哲学的高度,并将这种哲学用于做国家大事。它说:“春采生,秋

采蓏,夏处阴,冬处阳,大贤之德长。明乃哲,哲乃明,奋乃苓,明哲乃大行。”[1]宙合第十一,p59

《管子》概括春秋夏冬四时对于生命的不同意义,强调贤德之人务必要遵时、务时。这种遵时、



务时,就是“明”,也是“哲”。只有“明哲”才有“大行”。《管子》的“大行”,就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。
这里明显地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。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,各家各派均从不同的

角度阐述自己的天人合一观。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更多地侧重于人的精神修养层面;而《管子》天人

合一观则更多地侧重于人的各种实践特别是农业实践层面,将其提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。

三、“地者政之本也”

从空间维度看环境,《管子》认为环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上。
重视地,这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突出特色。《周易》可以说发其端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,开

头两卦,一为乾,二为坤,乾为天,坤为地。乾虽然位于坤之先,但乾更多地具有宇宙总体规律的意

义,而坤则更多地指称实实在在的大地。《周易》对于地的赞颂,核心意义是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

物”[3]坤卦象传,p31,显然强调的是地的哲学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。
《管子》也非常重视地的价值,但它对于地的价值的重视,并不着重于它的哲理性,而在于它的

现实功能性,其基础功能是农业之本。
据地下考古,中国农业的历史大约有12000年了。距今8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期

发现有大量的稻谷、稻杆、稻叶的遗存。这处遗址发现有农具耒,陶器上有猪纹饰,充分说明此时农

业已相当发达了。周代以国家名义确定下来的大祭中,就有名之为“社”的土地神祭祀和名之为

“稷”的对谷神的祭祀,“社稷”后来成为国家政权的代称。
《管子》对地的认识,其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认识到地为民之本,也是国之本,而且在于它认识

到种地的法则也可以移用到治国。《管子》提出一个重要观点:“地可以正政”。《管子》说:

  地者政之本也,是故地可以正政也。地不平均和调,则政不可正也。政不正,则事不可理

也。春秋冬夏,阴阳之推移也。时之短长,阴阳之利用也。日夜之易,阴阳之化也。然则阴阳

正矣,虽不正,有余不可损,不足不可益也。天地莫之能损益也。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,故不可

不正也。正地者,其实必正。[1]乘马第五,p13

“正政”即端正政治,谁可以端正政治? “地可以正政”。此是主观点,下分为两个小观点:第一,
土地分配不合理,管理不良善,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端正。第二,天象变化是阴阳推移之结果,阴阳

变化一般是正常的,即使有时不正常,多余无法减少,不足亦无法增加。人对于天象的变化是无能

为力的,然而可以用来整治国政的土地,人是不能不去加以整治的,它必须正。而且,人也能在一定

程度上调整它。
对于“地”如何“正”,《管子》有两个重要观点:第一,因地制宜。《管子》说:“因天材,就地利,故

城郭不必中规矩,道路不必中准绳。”[1]乘马第五,p13这句话是说筑城修路的,《管子》认为筑城不必中规

中矩,修路也不必强调要修得平直,一切凭依“天材”即自然条件,要将就“地利”即地理状况。这“因
天材,就地利”不独用在筑城修路上,还可以用在人的一切与自然相关的活动中。

第二,以道待物。

  天淯阳,无计量;地化生,无法崖。所谓是而无非,非而无是,是非有,必交来。苟信是,以

有不可先。规之,必有不可识。虑之,然将卒而不戒。故圣人博闻多见,畜道以待物,物至而对

形,曲均存矣。[1]宙合第十一,p59-60

《管子》说,天培育生命,无法计量;地化育生命,没有穷尽。所谓是,就不能说成非;非也不能说

成是;是非不能分离,有是必有非,有非必有是,是非相交而来。如果相信这一点就会明白,这世界

的变化,必定有超出常规的地方,有人们没有思虑到的地方,人们不能不有戒备。
怎么戒备呢? 《管子》提出两点:一是博闻多见,用知识和经验处置那些新的事物。二是“畜

道”。道是天地的根本规律,是智慧。畜道,就是培植畜养提升智慧。这样,新事物来到,知识用不

上,经验也用不上,就用智慧好了。智慧可以处置新事物。



虽然《管子》重视地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,侧重于地的实用功能,但《管子》并没有忽视地对

于人的思想启迪功能,它说:“理国之道,地德为首。”[1]问第第二十四,p149这样,它与《周易》对地的歌颂实

现了合流。但是,《周易》所歌颂的主要是地的道德启迪功能,而《管子》所歌颂的主要是地的“理国”
启迪功能。

四、“顺天者天助之”

与儒家一味强调自然亲人观不同,《管子》强调自然是客观的。所谓客观的,主要在于它有自身

的规律性,这种规律性,《管子》名之曰“常”:

  山高而不崩,则祈羊至矣;渊深而不涸,则沉玉极矣。天不变其常,地不易其则,春秋冬夏

不更其节,古今一也。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,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,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,贵

有以行令,贱有以忘卑,寿夭贫富无徒归也。[1]形势第二,p3

这段话的核心是天有常,地有则。常、则均是规律义。规律是客观的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与这一核心观点相关,还有三个观点:

其一,“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,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”。蛟龙的神,是不能离开水的,无水哪里有

蛟龙之神灵? 虎豹的威是不能离开丛林的,无丛林,虎豹的威将何以显现? 这里,虽然举的是例子,
说明的却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,任何事物都是在关系中得以成立的,离开关系,事物不予成立。

其二,“山高而不崩,则祈羊至矣;渊深而不涸,则沉玉极矣”。这是说人的自然崇拜的由来,人
之所以崇拜山,烹羊以祭,是因为山高而不崩;之所以崇拜渊,献玉而祭,是因为渊深而不涸。而人

自愧诸多方面不及自然,因而怀有谦卑之心,能敬畏自然。
其三,“贵有以行令,贱有以忘卑,寿夭贫富无徒归也”。这说的是人,人应该明白自己在宇宙中

的地位与意义,做自己该做的事。像君,虽贵,但不能一味贪图享受,而应负起责来,推行政令;像百

姓,虽贱,但不能一味忍卑守辱,而应忘却卑辱,奋发有为。总结起来,“寿夭贫富无徒归也”。人要

想改变自己的寿夭贫富状况,是可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做出诸多努力的。
在肯定大自然具有自身规律性的基础上,《管子》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,要彻底地奉行天道:

  天道之极,远者自亲;人事之起,近亲造怨。万物之于人也,无私近也,无私远也。巧者有

余,而拙者不足。其功顺天者天助之,其功逆天者天违之。天之所助,虽小必大;天之所违,虽

成必败。顺天者有其功,违天者怀其凶,不可复振也。[1]形势第二,p3

这段话最为精粹地阐明了《管子》的天人观:
第一,天与人本是相分的。《管子》说:“万物之于人也,无私近也,无私远也。巧者有余,而拙者

不足。”《管子》认为,天地万物于人是没有什么情感的,既不会因爱而特别近之,也不会因恨而特别

远之。万物不是因人而生存着,而是因自己的本性而生存着的。如果将万物归之于天,那这里的天

与人是相分的。
第二,天与人是可以相合的。天与人虽然是相分的,而且天不需要去合人,但是人需要去合天。

如何合? ———顺天。人为什么要顺天? 因为顺天天助之;而逆天天违之。《管子》在论及天与人的

关系问题上,持的是唯物主义立场,它坚定认为天———自然是第一性的,人是第二性的,不是天要合

人,而是人要合天。这一观点是进步的,在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五、“以天下为天下”

关于人在天地中的活动,《管子》有诸多论述,除了“顺天”以外,它还提出“以天下为天下”的重

要观点:

  以家为乡,乡不可为也;以乡为国,国不可为也;以国为天下,天下不可为也。以家为家,以

乡为乡,以国为国,以天下为天下。毋曰不同生(姓),远者不听;毋曰不同乡,远者不行;毋曰不



同国,远者不从。如地如天,何私何亲? 如月如日,唯君之节。[1]牧民第一,p2-3

为什么以“以国为天下,天下不可为也”? 《管子》是将“国”与“天下”严格地区别开来的。国是

国,天下是天下,这正如家是家,不是乡;乡是乡,不是国。以治家的办法去治乡,以治乡的办法治

国,肯定不行;同样,以治国的办法治天下也肯定不行。《管子》这一说,显然与儒家的观点不一样。
儒家认为,治家与治国在道理上是相通的,所以,治好家就能治好国,而治好国也必须治好家。

《管子》与儒家思想的这种对立涉及世界观。世界上存在着诸多事物,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,
大体上可以按两种维度来认识:一种维度是认识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,由相通,可以进一步认识到,
它们也可能存在着某种相同之处。故而可以将对待某物的办法移到与它相类相似的另一物上去。
儒家持的是这种维度。另一种维度是认识到它们之间是相分的,各自具有自身的独立性,不能以对

待此物的办法对待彼物。《管子》持的是这种维度。客观地说,两种看待事物的维度都有其深刻性,
但都有其片面性。

《老子》中有一段话与《管子》相似。《老子·第五十四章》云:“故以身观身,以家观家,以乡观

乡,以邦观邦,以天下观天下,吾何以知天下然哉? 以此。”[2]第五十四章,p273细加比较,我们可以发现,
《管子》的“以家为家,以乡为乡,以国为国,以天下为天下”与之完全不同。

其一,《老子》讲的是“观”,属于认识;《管子》讲的是“为”,属于实践。认识与实践不是一回事。
老子说的“以家观家”,是认识,这种推理之所以得以成立,是因为事物具有类同性。《管子》说的“以
家为家”,是实践,之所以不能“以家为乡”,是因为家与乡是不同的,不同的对象只能按不同的方法

来处理。
其二,《老子》说“以家观家”立足点是事物的普遍性,强调从同的方向看事物;《管子》的“以家为

家”立足点是事物的差异性,强调从异的方向看事物。
结合到治国,《管子》强调公正无私,“毋曰不同生(姓),远者不听;毋曰不同乡,远者不行;毋曰

不同国,远者不从”,这听与不听、行与不行、从与不从,不是看对象与自己是不是同姓、同乡、同国,
而是看它说的是不是有理,是不是可行。

“如地如天,何私何亲? 如月如日,唯君之节。”这便从天地无私推出治国无亲。《管子》的治国

理念明显地近于法家而偏离儒家。

六、“正定万物之命”

《管子》非常看重“正”这个概念,前面我们谈到过,在处理政与地的关系时,它强调“地是政之

本”,地可以“正政”。其实,不只是处理政与地的关系要正,处理一切事务都要正。其中特别值得我

们注意的是“正定万物之命”的命题:

  政者,正也。正也者,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。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,明正以治国。故

正者,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。过与不及也,皆非正也。非正则伤国一也。勇而不义伤兵,仁而

不法伤正。故军之败也,生于不义;法之侵也,生于不正。故言有辨而非务者,行有难而非善

者。故言必中务,不苟为辩;行必思善,不苟为难。规矩者,方圜之正也。虽有巧目利手,不如

拙规矩之正方圜也。故巧者能生规矩,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。虽圣人能生法,不能废法而治

国。故虽有明智高行,倍法而治,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。[1]法法第十六,p91-92

“正”在《管子》中是一个核心概念,它的本质是“正定万物之命”。何谓“万物之命”? “命”在这

里是本性义,物均有自己本性,这本性是物得以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据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,有一

定的能力破坏、干扰他物之性。但是,从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来说,人必须尊重他物之性,切忌为了

人的眼前利益而破坏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。
“正定万物之命”中的“正”的理论前提是尊重万物生命,尊重生态平衡,尊重宇宙规律。在这个

前提下,人的行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,他可以以积极的态度,主动参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,实现生态



与文明的共生;也可以以消极的态度,将人改造自然的规模缩小,让自然有足够的喘息时间,凭自我

之力,恢复生态平衡。
《管子》在“正”之后,加上“定”字,“正”且“定”,这是有深意的。它强调对于万物之命的尊重,不

能只是权宜之计,而应该是长期且坚定的,具有战略的意义。
由于当时的自然生态并没有遭遇现今这样严重的问题,因此《管子》的“正定万物之命”并没有

朝着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,而是朝着维护人生生态平衡和政治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。就

维护人生生态平衡来说,它提出“精德立中以生正”;就政治生态平衡来说,它提出“明正以治国”,并
且朝着立法的方向发展。最后归结为“规矩”,而规矩为“方圜之正”。

关于“规矩”与“巧”的关系,《管子》有两个重要观点:第一,“虽有巧目利手,不如正规矩之正方

圜也”。规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,人工的作用不能与规矩比。第二,虽然人工之巧不能与规矩比,但
是,“巧者能生规矩”。《管子》讲的规矩还不能视为规律本身。规律,人是不能立(生)的,但是规矩

人可以立。值得注意的是,规矩虽然是人立的,但不能按照人的意旨立,而只能是按照自然规律立。
不是任何人都能立规矩的,只有人之中的“巧者”才能立规矩。“巧”在哪里? 巧在正确地认识规律

并且善于利用规律。
《管子》这一系列理论,对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在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上,

虽然人的智慧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,但人的作用不能与自然的作用比。就此而言,“虽有巧目利手,
不如正规矩之正方圜”。但是,人也不是消极地接受自然裁决的,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(巧)正确

地认识自然规律,并很好地利用自然规律,在这个基础上,为自己的行为建立起规矩,从而将命运掌

握在自己手里,以争取美好的未来。

七、“正天下之本”

“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”是《管子》的社会理想,也是它的环境美学的集中表达。值得注意的是,
这种富强的大国不是没有顾忌的,而是有所顾忌的,顾忌在于富强的大国仍然存在有危亡的可能

性。《管子》说:

  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,此霸王之本也。然而与危亡为邻矣。天道之数,人心之变。天道之

数,至则反,盛则衰。人心之变,有余则骄,骄则缓怠。夫骄者,骄诸侯。骄诸侯者,诸侯失于

外。缓怠者,民乱于内。诸侯失于外,民乱于内,天道也。此危亡之时也。若夫地虽大,而不并

兼,不攘夺;人虽众,不缓怠,不傲下;国虽富,不侈泰,不纵欲;兵虽强,不轻侮诸侯,动众用兵,
必为天下政理,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。[1]重令第十五,p81-82

为什么“地大国富,人众兵强”却与“危亡为邻”呢? 《管子》认为根据有二:一是天道之数,二是

人心之变。天道之数即自然规律,这规律中有重要的一条,那就是“盛则衰”。这种物极必反的规

律,《周易》论过,《老子》论过,《管子》又加以论之。人心之变主要讲“有余则骄,骄则缓怠”,这就有

可能出事了。《管子》提出“四戒”“四不”:戒贪,戒骄,戒怠,戒奢;地大而不并兼,人众而不缓怠;国
富不侈泰,兵强而不欺弱。

这样一种观念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,它启示着人类:要力戒贪欲,对自然

掠夺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,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,掠夺所导致的生态失衡将反转来祸害人类。
要力戒骄傲,人并非万物之灵长,天之骄子,人与万物在生态平衡意义上是平等的。要力戒缓怠,要
居安思危,人类靠掠夺自然所获得的文明成果并不稳固,人类要继续努力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相

处。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“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”。“本”为生态平衡,“霸”指人在这项事业中

的主导作用。

八、“定民之居”

《管子》的主旨是讲如何治国,而治国的主题是如何让社会和谐、百姓安定、生活富裕。概括起



来说,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环境。《管子》用“定居”作为环境审美的概括。关于“定居”,《管子·小

匡第二十》做了详尽的论述,择其要者,大致有:
第一,得其职所:人民各有其最能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环境。《管子》说:“士农工商四民者,国

之石民也。不可使杂处。杂处则其言哤,其事乱。”[1]小匡第二十,p121意思是,知识分子、农民、工人、商人

是国家的柱石,不能让他们杂处在一起。杂处在一起,就会胡乱地说话,胡乱地做事。那么,该怎样

安排这四种人民呢? 《管子》说:“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(据郭沫若考证,“闲燕”为“闾黄”之误,闾黄

为学校),处农必就田野,处工必就官府,处商必就市井。”[1]小匡第二十,p121这就是说,知识分子应在学校

里教书,农民应在田野劳作,工匠应在官府里干活,商人应在市场交易。这一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各

得其所。
第二,安心工作:人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积久而心安。《管子》分别论述士农工商四民的职

业。士人从事教育工作:“旦昔从事于此,以教其子弟。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

焉。”[1]小匡第二十,p122农民从事农业劳动:“沾体涂足,暴其发肤,尽其四支之力,以疾从事于田野。少而

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焉。”[1]小匡第二十,p121-122工匠从事制器工作:“相良材,审其四时,辨其功

苦,权节其用,论比计,制断器,尚完利。相语以事,相示以功,相陈以巧……旦昔从事于此,以教其

子弟。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焉。”[1]小匡第二十,p122商贾从事商贸工作:“旦昔从事于此,以
教其 子 弟。相 语 以 利,相 示 以 时,相 陈 以 知 贾。少 而 习 焉,其 心 安 焉,不 见 异 物 而 迁

焉。”[1]小匡第二十,p122

第三,社会和谐。《管子》说,虽然各色人等均有自己的工作,也均有自己的职场,但在生活中还

有诸多交集,在这些交集中,要做到和谐相处。它的具体描述是:

  人与人相保,家与家相爱,少相居,长相游,祭祀相福,死丧相恤,祸福相忧,居处相乐,行作

相和,哭泣相哀。[1]小匡第二十,p123

这种生活状况称得上和居了。由定居到安居,再到和居,《管子》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思想。
在他看来,能让百姓定居、安居、和居的环境就是美好的社会。这里还提出“居处相乐”,实际上已经

提出“乐居”理念了。乐居是一个美学概念,它的含意很鲜明:人在环境中幸福地生活着。
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典型代表,与儒家、道家并立。这三家的环境美

学思想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,都以天人合一为指导思想,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环境与资源的

统一、功利与审美的统一、自然与生态的统一的特色。但它们有着重要的区别:第一,对于自然价值

的认识,儒家看重的是自然的道德比附及精神寄托的价值,道家看重的是自然作为宇宙精神本

体———道的象征的价值,《管子》则更看重自然的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源意义。第二,关于与环境相对

的主体———人的认识,儒家的认识侧重于社会,道家的认识侧重于个体,《管子》的认识则侧重于国

家。较之儒道,《管子》更重视强国,它的强国与富民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,而富民则建立在正确地

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,让自然资源更多地转化为财富。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

浓重的家国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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